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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财政与城乡关系的互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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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财政和城乡关系之间相互影响，其中土地财政对城乡关系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基于

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发现，改善城乡关系对土地财政有拉动作用，且土地财政对城乡关

系的影响呈倒 U 型关系; 分地区研究表明: 东部和中部地区，土地财政对城乡关系的影响呈倒 U 型关

系，且东部地区为负，中西部地区为正; 东部地区城乡关系的改善对土地财政有拉动作用，而中西部地区

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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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乡关系问题历来备受中央政府重视。2003 年提出的“五个统筹”的内容之一正是统筹城乡

发展，2008 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

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

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

“美丽中国”的执政理念、“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关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它更体现在信息交互、要素流动和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其已经由单一的经济联系向综合的空间、
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延伸。自从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收入明显减少，

但原来的事权却一件不少，这种财权和事权的失衡，直接成为土地财政形成的制度根源［1］，此外地

方官员也受到职位晋升锦标赛［2］，以及投资冲动［3］等因素的激励，最终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

财政工具。实际上，土地本身也是城乡关系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财政工具的土地使得土地财政

和城乡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数学者认为土地财政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4 － 6］，并拉大城乡消费

差距［7］，显然他们认为土地财政加剧了城乡经济关系对立化; 然而在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安排和

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下，从理论上讲这样的机理是可能存在的: 如果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一定，土地

财政能加强地方政府对于解决城乡矛盾的财政支出，那么缓解城乡关系也不是不可能实现。事实

上，在我们的研究期内( 2000—2011 年) ，由于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主要制度较为稳定，地方政府的

支出偏好不会存在大的变动，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出行为也应是相似的，异质性并不强; 此外，土

地财政是一种引致需求，即经济发展对土地要素产生了需求，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卖地生财”，

正是对这种需求的响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土地财政激励越大，无论是征地行为本身，还是土地

财政引起的房价上涨，都可能导致城乡关系走向对立。那么，土地财政究竟是改善城乡关系呢，还



是使城乡关系在对立化上越走越远? 本文从城乡关系和土地财政的内生性着手，结合刻画这种内

生性的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展开实证研究。这将对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应对之策，对完善地方治理

体系、控制土地财政规模、形成健康城乡关系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针对城乡关系问题，国外学者率先进行了研究。由于工业化引起的日益尖锐的城乡矛盾，从

城市规划层面，霍华德较早提出了“田园城市”的设想，他认为“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缺

点，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了二者的缺点”［8］;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芒福德则认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

开，它们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如果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当说自

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9］，这些经典理论对城乡治理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后学者们

相继提出了区域网络理论［10］、城乡一体理论［11］、城乡演化五阶段论［12］和城乡连续体理论［13］等。
如果将城乡看作两个区域，那么可以借鉴当前国外学者对于区域关系与区域收入差距方面的研

究，他们主要从要素市场一体化和商品市场一体化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如 Krugman ＆ Venables［14］

以欧洲为例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欧洲一体化首先通过贸易的途径扩大收入差距，然后再降低国

别之间的收入差距; Alderson ＆ Nielsen［15］的研究也认为，经济一体化扩大了收入差距; 而 Beck-
filed［16］的研究则发现，一体化与收入差距呈非线性关系，当一体化程度较低时，扩大了收入差距，

而当一体化程度较高时，却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与 Bouvet［17］的结论是类似的，即一体化对收

入差距的影响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 显然无论是地区一体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与地方政府

财政支出行为有关，西方虽然不存在“土地财政”现象，但一体化的推进必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宽松

程度有关; 于中国而言，土地财政必定是影响财政宽松程度的主要因素。因此土地财政与收入差

距间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不同时期，不同区位，它们的关系可能各不相同。
城市财政制度是影响城乡关系变迁的主要因素。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分税制改革，

更多的社会服务与管理职能被转移到地方政府，地方财政压力骤增; 然而由于中国“二元结构”所

具有的劳动力供给无限性特征终将消失，这又将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保持较低的税收、提供优质

廉价的服务，以吸引更优质的劳动力和企业［18］，财政压力也就无法通过税收来缓解，这是地方政府

依赖土地财政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还承担着一系列“兜底”的职

能，如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失地农民就业等问题［19］，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从而

土地财政成为多数地方城府地方财政融资的主要手段。土地财政能滋生公务员腐败［20］，对城市房

价具有推动作用［21］，而房价上涨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22］; 同时土地出让收入的公共性支出倾向不

明显［23］，具有“农村补贴城市”的特征，其有利于增加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但对非经济性公共品

供给并无积极作用［24］，显然这种支出偏向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表明土地财

政对城乡消费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 － 6，25］，土地财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既有

正向再分配效应，也有逆向再分配效应，表现为典型的倒 U 关系［26］。
从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对土地财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土地财政的根源是由于分税制改革引起的财政压力［2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土地财政的根源是地方

政府“土地引资”［28］; 土地财政与城乡关系方面则主要集中在土地财政与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消费

差距，以及财政支出行为与城乡差距等问题，缺乏对土地财政和城乡关系系统研究的文献。更重

要的是，当前多数文献都是假设变量间只有单向联系，鲜对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讨论。
本文将采用中国各省的经验数据，用联立方程来分析土地财政和城乡关系变动间的内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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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财政与城乡关系

( 一) 核心概念

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获取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的行为，主要指地方政府以土地出

让获取的土地出让金、以刺激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发展获取的税收以及以土地为抵押获取的借债收

入。对于城乡关系，本文采用了周江燕、白永秀［29］关于城乡一体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更

注重城乡之间的互动，符合本文城乡关系的定义。

表 1 城乡关系的评价指标体系

方面指标 基础指标 方面指标 基础指标

城乡空间关系 城乡人口集聚 城乡社会关系 城乡基础教育

城乡往来密度 城乡医疗卫生

城乡信息化 城乡社会保障

城乡市场流通 城乡邮政通讯

城乡经济关系 城乡经济总量 城乡文化消费

城乡产业结构 城乡生态环境关系 城乡节能减排

城乡金融、财政和投资 城乡污染治理

城乡就业 城乡生态绿化

城乡居民收入 城乡生活环境

城乡居民消费

城乡技术进步

参考资料: 周江燕、白永秀( 2014) 。

( 二) 作用机理

土地财政可能通过寻租形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的“城市偏向”，拉大城乡差距，也可能通

过提高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支出能力，促进城乡一体化。寻租行为主要存在两种方式: 一是土地经

营企业在一级市场上的竞争性寻租活动; 二是所有企业对政府收入的分配进行寻租竞争; 薛白、赤
旭［20］认为，在土地一级市场内，如果土地价格和利息不变，企业经营土地的收益取决于其寻租能

力; 如果地方政府的收入依赖于土地财政，这些收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微观市场主体的寻租活动

决定其在不同行业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地方政府倾向于更多地分配给那些有利于地方财政收入持

续增长的经济单位。显然，在寻租竞争中，城市企业比乡村企业具有更大的成功可能性，最终形成

土地出让、财政支出的“城市倾向”。由于城乡关系涉及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如果要

改善城乡关系则意味着地方政府可能面临高额民生支出，这种支出一旦产生，便会形成支出惯性，

最终随着城乡关系的改进，土地财政规模也越来越大，城乡关系与土地财政间可能存在双向关系。
软预算约束理论［30］认为一个组织必须有相应的收入作为支撑，如果没有其他外部支撑体系，

该组织会面临关闭的局面，这称为组织受到硬预算约束; 反之，如果该组织有其他外部支持体系，

该组织会受到软预算约束，这意味着受到软预算约束的组织总会想办法尽可能的获取额外收入，

以缓解自身的财政压力。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规模巨大，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额外

收入，甚至有研究表明，中国东部土地财政规模相当于甚至大于财政预算收入规模［31］。另外，城市

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会影响政府的土地财政，而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直接与城乡关系相关，黄赜琳

等［32］研究表明，因城市扩张的需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土地财政问题也越严重。城乡一体化越高

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扩张更快，土地财政可能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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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政还可以通过再分配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杨灿明和詹新宇［26］认为，土地财政具有

正向和逆向的分配效应。其中逆向的分配效应表现为两方面: 其一，由于地方政府是土地市场的

垄断者，能单方面制定赔偿标准，加之集体产权的缺失使得被征地农民在讨价还价中处于劣势，农

民仅能获得较低的土地补偿金; 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失地”农民由于缺乏非农就业能力，处于“失

业”状态，“双失”群体的存在导致成为城乡关系走向对立化; 其二，由于土地财政不纳入地方财政

预算，也不上缴，房地产市场成为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拉动经济的主要工具，地方政府凭借其在

土地市场的垄断地位，可能通过制造供小于求的土地市场，以获取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从而推动房

价上涨，城市普通居民、进城务工人员以及新毕业大学生成为最终的买单者，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土地财政的正向分配效应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土地财政促进了就业，这是因为土地财政能

提高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引进企

业、兴建各种工业园区，增加了城乡居民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其二是土地财

政增加了公共产品供给。土地财政弥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自然能增加在公共福利方面的支

出; 另外，土地财政增加了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正是通过土地流转，农民从中获取了土地经营

收益，为农民多元化的收入增加了渠道。可见，土地财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正向和逆向的分

配效应相互交织，且城乡关系对土地财政也有影响，二者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更可能是非线

性的。这需要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进行检验。

四、模型设定与计量分析

( 一) 模型设定

上述分析表明，土地财政和城乡关系间存在着双向关系，其中土地财政对城乡关系的影响可

能是非线性的，具有联立特征; 然而普通计量模型严格假定因变量和自变量间不能存在内生性，为

此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来描述二者的内在作用机制，建立如下方程:

UＲQit = α0 + α1LFＲ it + α2LEＲ
2
it + α3 INE it + α4 INDit + α5 IUMit + α6HUMit + uit ( 1)

LFＲit = β0 + β1UＲQit + β2COＲit + β3PSEit + β4PGDPit + β5DENit + ξit ( 2)

其中，UＲQit 和 LFＲit 分别表示城乡关系指数和土地财政两个内生变量; COＲ、PGDP、IND、
IUM、INE、PSE、DEN 和 HUM 分别表示每个方程的外生变量。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

α0 、β0 为截面效应; α1 、α2 、α3 、α4 、α5 、α6 和 β1 、β2 、β3 、β4 、β5 为待估系数; uit 、ξit 为随机误

差项; 前文分析表明，土地财政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是复合型的，首先在模型中加入了土地财政的二

次、三次和四次项，但估计结果均不显著，所以在模型中仅考虑二次项。
( 二) 变量与数据

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以及西藏数据严重缺乏，本文选取的样本为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 30 个

省、市、自治区，样本期为 2000—2011 年共 12 年。变量的度量方法及数据说明如下:

核心变量:①城乡关系( UＲQ ) ，采用由周江燕、白永秀建立的关于“城乡一体化”的评价指标

体系，该指标包括四个分项指标，分别是空间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和生态环境一体化，

数据来源于周江燕、白永秀［29］ 的合作论文及周江燕的博士论文中有关章节; ②土地财政规模

( LFＲ ) ，参考杨圆圆［33］的算法，我们采用与土地相关的税收和土地出让收益来估计，计算公式为:

土地财政收入 = 土地增值税 + 城镇土地使用税 + 耕地占用税 + 契税 + 房产税 + 房地业所得税 +
土地出让收益，并剔除价格因素，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

财政年鉴》。
方程( 1) 的外生变量: ①私企发展( INE) ，用私人企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来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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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用来控制私企发展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②产业结构升级( IND) ，

用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来衡量，用于控制产业结构的影响，数据来源于《中国

统计年鉴》;③用城市化管理( IUM) 来控制政府管理的影响，该指标的度量参考了张可云［34］的方

法，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与民政部。若 NCi 与 NPi 分别代表 i 区域的城镇常住人口和总人口数量，

ＲUi 代表 i 区域的城镇化率，则 i 区域的城市化管理指数 IUMi 可表示为:

IUMi =
ＲUMi

ＲUi
=

NJDi /NXJi

NCi /NPi
( 3)

其中，IUMi 是度量 i 区域的城市化管理率与城镇化率匹配程度的指数，其值越大，表明 i 区域

的城市化管理率与城镇化率越匹配。ＲUMi 为 i 区域的城市化管理率，NJDi 与 NXJi 分别为 i 区域

的街道数量与乡级单位数量。ＲUMi 越大，i 区域的城市化管理水平越高。ＲUMi 反映了其制度变

迁能力与城市管理水平，而城镇化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区域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两

者结合起来考察，能揭示城市化管理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程度;④平均受教育水平( HUM) ，

采用各地区六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人均受教育年限 = ( 样本含小学文化程度人

口数 × 6 + 初中 × 9 + 高中 × 12 + 大专及以上 × 16) /六岁以上抽样总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
方程( 2) 的外生变量:①反腐败力度( COＲ ) ，国内文献对腐败程度的度量主要有周黎安和陶

婧［35］的“腐败案件数量对数法”、吴一平和芮萌［36］的“腐败案件与地区人口比值法”以及张军

等［37］、傅勇［38］的“腐败渎职立案数与在职人员数量比值”。我们用“腐败渎职立案数与万人在职

人数比”表示。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反腐败的指标可能存在两种解释，某地的立案数越大，可解释

为该地腐败更严重，但也可能是该地的反腐败力度较大的结果”，本文基于后一种解释，有关该指

标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张军等人的研究［37］，数据来自《中国检察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

来自《中国法律年鉴》、统计报告等资料; ②经济发展水平( PGDP) ，用各省的人均 GDP 来衡量，用

于控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③对外开放度( FDI) ，用 FDI 与全国的 GDP
之比表示，以控制对外开放的影响。因为中国自治性不强的财政分权和垂直控制的行政管理体

制，直接促使地方官员吸引更多 FDI，由此拉动经济增长，取得政绩以获取晋升机会，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④财政压力( DEN) ，用于控制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人口密度越大、城乡一体化

越强的地区，财政压力可能更大，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表 2 各变量的统计学描述

变量( 单位) 符号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乡关系指数( 1) UＲQ 2． 232 2． 043 0． 130 13． 12
土地财政规模( 亿元) LFＲ 131． 446 184． 565 1． 381 1094． 720
反腐败力度( 件 /万人) COＲ 30． 836 11． 970 9． 177 139． 016
城市化管理指数( 1) IUM 0． 364 0． 167 0． 099 1． 710
人均 GDP( 元) PGDP 20011． 800 15512． 090 2742． 070 83448． 600
私企发展( 1) INE 0． 099 0． 097 0． 006 0． 620
对外开放( 1) PSE 0． 033 0． 044 0． 00024 0． 272
产业结构升级( 1) IND 0． 406 0． 073 0． 283 0． 760
财政压力( 人 /平方公里) DEN 2002． 808 1389． 086 26． 000 6307． 000
受教育水平( 年) HUM 7． 310 1． 056 5． 438 11． 554

( 三) 全样本分析

为了避免产生伪回归，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有“同根”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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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之分，故分别选取了 LLC 和 IPS 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各变量都是一

阶单整 I( 1) 的，且 Kao 检验表明变量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可进行回归分析。

表 3 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原始数据方程 一阶差分方程

LLC IPS LLC IPS
UＲQ 1． 537( 0． 934) 6． 958( 1． 000) － 12． 767＊＊＊ ( 0． 000) － 9． 975＊＊＊ ( 0． 000)

LFＲ 8． 157( 1． 000) 9． 246( 1． 000) － 12． 787＊＊＊ ( 0． 000) － 3． 497＊＊＊ ( 0． 000)

COＲ － 2． 860＊＊＊ ( 0． 002) 1． 443( 0． 925) － 22． 657＊＊＊ ( 0． 000) － 14． 574＊＊＊ ( 0． 000)

IUM － 44． 920＊＊＊ ( 0． 000) － 18． 619＊＊＊ ( 0． 000) － 75． 783＊＊＊ ( 0． 000) － 28． 631＊＊＊ ( 0． 000)

PGDP 36． 535( 1． 000) 38． 511( 1． 000) － 13． 715＊＊＊ ( 0． 000) － 6． 274＊＊＊ ( 0． 000)

INE － 2． 763＊＊＊ ( 0． 003) 2． 127( 0． 983) － 11． 421＊＊＊ ( 0． 000) － 4． 073＊＊＊ ( 0． 000)

FDI － 4． 005＊＊＊ ( 0． 000) － 0． 218( 0． 414) － 12． 535＊＊＊ ( 0． 000) － 4． 226＊＊＊ ( 0． 000)

IND － 4． 766＊＊＊ ( 0． 000) － 0． 428( 0． 334) － 13． 382＊＊＊ ( 0． 000) － 4． 926＊＊＊ ( 0． 000)

DEN － 7． 845＊＊＊ ( 0． 000) － 1． 162( 0． 053) － 16． 825＊＊＊ ( 0． 000) － 6． 437＊＊＊ ( 0． 000)

HUM － 6． 5244＊＊＊ ( 0． 000) － 0． 225( 0． 842) － 11． 268＊＊＊ ( 0． 000) － 3． 684＊＊＊ ( 0． 000)

注: 表中为 T 统计值，括号内的数字为 P 值，＊＊＊、＊＊、*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下表同。

在进行联立方程估计之前，首先是面板模型的选择问题，面板数据模型有三种，分别为不变系

数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F 检验表明，不满足不变系数模型。要继续根据 Hausman
检验来选取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检验表明，两个方程都满足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其

次是面板联立方程组的估计方法选择问题，一般联立方程组的估计方法都是针对时间序列数据或

截面数据，如果采用上述一般方法，面板联立方程组的估计需要控制个体效应，处理起来较为麻

烦。联立方程的估计方法分为系统估计法和单方程估计法，由于系统估计法无法克服某个参数的

设定偏误对系统其它参数估计的影响，故本文采用单方程估计法。最后是遗漏变量问题，对此“面

板工具变量法”给出了解决方案，对于固定效应模型而言，先进行离差变换或一阶差分，然后对变

换后的模型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 而对于随机效应模型则先进行 FGLS 变换，然后再对变

换后的模型进行 2SLS 估计。观察本文的联立方程组发现，工具变量个数多于内生解释变量个数。
此时，在进行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组的分析时，GMM 估计法比 2SLS 更有效率。因此，先对模型进行

离差变换，再对变换后的模型进行 GMM 估计。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估计的方程进行了离差变换，

估计结果中常数项消失，但并不影响其他变量的估计系数。从以下估计的 Ｒ2 值、工具变量识别不

足检验的 LM 值、弱工具变量的 F 值以及过度识别检验的 Sargan 值来看，估计结果有效。
方程( 1) 的估计中，为了使结果更有稳健性，我们分别添加了私企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

管理和人均受教育程度四个控制变量，设定了模型 1 － 4 进行回归。结果表明: 土地财政对城乡关

系的影响显著为正，私企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城市化管理和人均受教育程度未显著改善城乡关

系。这表明，当前我国改善城乡关系、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主力依然是财政; 市场力量不足，其可能

原因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强，由于企业发展依托于城市，那些通过教育有能力在城市就业的劳

动力，实际上已经被城市化或者成为候鸟式迁徙的群体，对农村内生发展、缓解城乡关系并无直接

推动作用。此外，土地财政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就全样本层面上看，土地财政对城乡关系的影

响表现为倒 U 型关系; 可见土地财政对城乡关系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起初土地财政对城

乡关系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但当土地财政达到一定的规模时，这种促进效应转为负效应，恶化了

城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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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方程( 1) 估计结果

UＲQ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LFＲ 0． 004＊＊＊ ( 3． 02) 0． 042＊＊＊ ( 3． 29) 0． 046＊＊＊ ( 3． 45) 0． 005＊＊＊ ( 3． 61)

INE 6． 545* ( 1． 86) 5． 478( 1． 54) 5． 969* ( 1． 83) 5． 728( 0． 76)

IND ——— 1． 838( 1． 04) 1． 518( 0． 86) 1． 201( 0． ． 96)

IUM ——— ——— － 0． 668( － 1． 05) － 0． 237( － 1． 58)

HUM ——— ——— ——— 0． 622＊＊ ( 2． 86)

LFＲ2 － 0． 153* ( － 1． 98) － 0． 251＊＊ ( － 2． 64) － 0． 286＊＊ ( － 2． 57) － 2． 63＊＊＊ ( － 3． 28)

调整后 Ｒ2 0． 448 0． 400 0． 424 0． 453
LM 统计量 15． 173＊＊＊ 16． 074＊＊＊ 18． 661＊＊＊ 18． 827＊＊＊

F 统计量 15． 808 16． 743 19． 545 19． 289
Sargan 的 P 值 0． 287 0． 126 0． 350 0． 483

注: F 统计量“maximal IV size”的临界值为 15% 下 8． 96。

表 5 表明，在控制了反腐败力度、对外开放度、经济发展和财政负担等因素后，城乡关系的改

进( 城乡一体化程度增强) 对土地财政具有促进作用，表明地方政府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改善

城乡关系的同时，面临很强的资金约束，因而形成土地财政依赖。在添加了不同的控制变量后的

各模型估计结果的正负具有一致性，结论是稳健的。
全样本估计结果表明，土地财政与城乡关系间存在相互正作用，特别地，土地财政对城乡关系

的影响表现为倒 U 型关系。考虑到上述指标“土地财政”规模估计中，涉及各种税收，口径可能过

于宽泛，会夸大地区土地财政数据，为此对于“土地财政规模”的衡量，我们从仅考虑土地出让金，

并剔除了价格因素; 同时为了控制遗漏变量问题对联立方程估计的影响，以上估计采用了离差法

对原方程变换后进行 GMM 估计; 由于联立方程 GMM 估计仅能对固定效应进行估计，为检验上述

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一阶差分法处理后用 2SLS 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各变量的符号与上述结

果是一致的，结论稳健。

表 5 方程( 2) 的估计结果

LF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UＲQ 161． 717＊＊＊ ( 3． 76) 163． 178＊＊＊ ( 3． 83) 159． 839＊＊＊ ( 3． 21) 73． 369＊＊＊ ( 3． 61)

COＲ － 1． 106* ( － 1． 90) － 1． 108＊＊ ( － 2． 71) － 1． 282* ( － 1． 79) － 1． 121＊＊ ( － 2． 52)

FDI ——— － 1264． 5＊＊ ( － 2． 30) － 1478． 3＊＊＊ ( 3． 64) － 1507． 1＊＊＊ ( － 3． 64)

PGDP ——— ——— 0． 0420( 0． 247) 0． 0201( 0． 72)

DEN ——— ——— ——— 0． 0082( 1． 35)

调整后 Ｒ2 0． 158 0． 165 0． 492 0． 472

LM 统计量 13． 169＊＊＊ 13． 378＊＊＊ 29． 632＊＊＊ 27． 798＊＊＊

F 统计量 13． 634 13． 817 32． 16 29． 895

Sargan 的 P 值 0． 151 0． 128 0． 329 0． 374

注: F 统计量“maximal IV size”的临界值为 10%下 16． 38。

( 四) 分地区估计

为研究土地财政和城乡关系间的空间差异，利用同样的过程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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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样本进行估计①。先对三个子样本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样本均属于 I( 1) ，有平稳特征，

且存在协整关系; 然后进行 Hausman 检验，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东、中、西部子样本的估计

结果见表 6，其中 Ｒ2、LM 值、Wald F 值和 Sargan 值的结果表明联立方程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表 6 方程( 1) 东、中、西部子样本估计结果

UＲQ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LFＲ － 0． 044＊＊＊ ( － 3． 35) 0． 035＊＊ ( 2． 63) 0． 024＊＊ ( 2． 32)

INE 5． 079＊＊ ( 2． 09) 336． 245( 1． 57) 8． 231( 1． 43)

IND 21． 174＊＊＊ ( 3． 87) 168． 342( 1． 28) － 1． 805( － 1． 02)

IUM － 2． 632( － 1． 11) 56． 988( 0． 78) － 0． 018( － 0． 01)

HUM 0． 932＊＊ ( 2． 68) 0． 247＊＊ ( 2． 35) 0． 129* ( 1． 92)

LFＲ2 － 0． 256* ( 1． 99) － 0． 159* ( 2． 02) － 0． 207( － 1． 67)

调整后 Ｒ2 0． 589 0． 245 0． 371

LM 统计量 26． 832＊＊＊ 25． 537＊＊＊ 13． 839＊＊

F 统计量 34． 198 39． 129 13． 833

Sargan 的 P 值 0． 103 0． 162 0． 385

注: F 统计量“maximal IV size”的临界值为 15%下 8． 96。

方程( 1) 估计结果显示，土地财政对城乡关系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 其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

区，二者存在明显的倒 U 型关系; 东部地区土地财政对城乡关系影响为负，中西部地区则为正。可

能的原因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城市化率低，土地财政规模的增加，加快了招商引资、各
类工业园区建设，促进了农村居民就业; 而东部地区由于土地要素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更为稀缺，稀

缺的土地资源必定引起城乡利益冲突，恶化城乡关系。

表 7 方程( 2) 东、中、西部子样本估计结果

LFＲ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UＲQ 93． 791＊＊ ( 2． 33) 2． 556* ( 1． 80) 1． 055＊＊ ( 2． 61)

COＲ － 2． 019＊＊ ( － 2． 70) － 1． 039( － 0． 45) － 0． 246( － 0． 44)

FDI － 3042． 822＊＊＊ ( － 3． 50) 3314． 384* ( 1． 89) 4295． 724＊＊ ( 2． 20)

PGDP 0． 018＊＊＊ ( 3． 83) 0． 006＊＊＊ ( 3． 19) 0． 004( 1． 50)

DEN 0． 071＊＊ ( 2． 48) 0． 011( 0． 81) 0． 013＊＊ ( 2． 27)

调整后 Ｒ2 0． 665 0． 457 0． 371
LM 统计量 38． 040＊＊＊ 14． 683＊＊ 10353*

F 统计量 30． 748 26． 714 15． 432
Sargan 的 P 值 0． 183 0． 162 0． 160

注: F 统计量“maximal IV size”的临界值为 15%下 11． 59。

方程( 2) 的估计结果显示，城乡关系对土地财政的正拉动作用均为正，但中、西部地区相对东

部地区的系数小; 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城市化阶段的差异，东、中西部的地方政府在治理城市化问题

时重点有所不同，东部地区重点在于如何分“蛋糕”，城乡关系问题是政府治理的重点，而中西部地

区则关注如何做大“蛋糕”，城乡关系问题起码不属于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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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划分办法，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由于东北地区省级样本量

小，不满足回归条件，本文仅分析了东、中、西三个区域; 同时东部剔除了港、澳、台地区，西部剔除了西藏。



( 五) 进一步证据

以上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土地财政与城乡一体化间存在相互正强化作用，且强于中西部地

区，反腐对东部地区的土地财政规模的影响最为显著，中西部地区则不明显，这从城市化发展阶段

的差异上可找到解释性证据。如下图:

图 1 2013 年中国各省区城市化率 图 2 2010—2014 年中国各省区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年均增长率

东部地区平均城市化率为 0. 66，而中西部地区仅为 0. 48，根据联合国发布的城市化发展“S”
形变化规律和“诺瑟姆”曲线，东部地区已经进入城市化中后期发展阶段，后期城市化的发展重点

是“分蛋糕”，而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其重点在于做大“蛋糕”。东部地区已经经历

了城市化加速过程，城市空间形态、土地利用模式及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已经基本形成，由于制

度的形成是长期过程，制度变迁更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因此东部地区的后劲发展，关键在于如何

打破土地财政与城乡关系间的正强化机制; 以上分析发现，通过反腐，东部地区土地财政规模是可

以得到抑制的。这也意味着通过反腐，有可能打破以往地方政府发展形成的城市化模式，找出促

进城市化模式转型的突破口。
由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落后与东部地区，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由图 2 可知，近 5 年来

中西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高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意味着更高的寻租行

为发生率，加上相关监督制度不完善、财政支出压力大，政府打击腐败应接不暇，因此加大反腐力

度对中西部地区的寻租行为及其导致的土地财政规模扩大并无显著影响。相对而言，反腐不会对

中西部地区的土地财政规模形成太大冲击。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中国省级 2000—2011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概念界定出发，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发现

土地财政与城乡关系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且土地财政对城乡关系的影响很可能是非线性的。基

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的实证研究发现: 土地财政与城乡一体化间存在相互影响，且土地财政对

城乡关系的影响呈倒 U 型关系，在开始阶段，土地财政对城乡关系的改善作用很明显; 然而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关系不断改善，土地财政规模也不断增长，当土地财政规模越过拐点后，土

地财政对城乡关系的影响逆转为负向; 区域研究表明: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二者存在明显的倒 U
型关系; 东部地区土地财政对城乡关系影响为负，中西部地区则为正; 城乡关系对土地财政的正拉

动作用均为正，但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地区的系数小; 最后从城市化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率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深层原因。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是: 第一，土地财政和城乡一体化间存在正强化机制，东部地区更为明

显。因此解决土地财政问题必须尽早着手; 第二，土地财政的存在并不是一无是处，在改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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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必须因地适宜，切勿“一刀切”，因为土地财政能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关系，有利于推进中西

部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 第三，在制订中西部地区的土地财政改革方案时，应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比如离拐点远的地区应该可以保持现有的发展态势，较近的地区则应该在积极限制土地财

政规模，逐步打破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第四，纠正地方财政的城市支出偏向。对于东部地区，土地

财政的提升并未直接改善城乡关系、惠及民生。要使中国的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就必须打破东

部地区土地财政对城乡关系的负效应，积极反腐，并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当然本研究也有不足之

处，首先，各变量的正负性具有解释力，但在本研究建立模型过程中，没有结合有关理论尽可能地

完善联立方程的控制变量，有遗漏变量之嫌; 其次，在土地财政对城乡关系影响的倒 U 型关系中，

本文没有具体讨论土地财政规模的拐点问题，这些不足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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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d Fiscal and the
Urban-Ｒural Ｒelation

YANG Meng-yu，ZHANG Ke-yun
( School of Economics，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Land fiscal and urban-rural relation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effect of land fiscal on
urban-rural relation may be nonlinear．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imultaneous equations finds that，
improving urban-rural relation increases scale of land fiscal，and the effect of land fiscal on urban-rural
relation shows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further studies shows that，in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the
effect of land fiscal on urban-rural relation presents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and eastern region is neg-
ative，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 is positive; improving urban-rural relation in eastern region can pro-
mote scale of land fiscal，and the pulling func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 is relatively small．

Key Words: land fiscal; urban-rural relations; co-ordinat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 behav-
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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